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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生态系统服务驱动因素的交互效应及其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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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广州　 ５１０６４０

２ 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与城市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广州　 ５１０６４０

３ 广州市景观建筑重点实验室，广州　 ５１０６４０

４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７

摘要：科学管理生态系统以促进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供应，对于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精准制定生态系统管理

措施要求深入了解各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多重驱动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及其关键影响阈值，然而当前研究对此理解有限。 为此，
以 ２０２０ 年的长三角地区为例，使用 ＩｎＶＥＳＴ、ＣＡＳＡ 和 ＭａｘＥＮＴ 等模型评估研究区 ６ 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供应（气候调节、碳固

定、土壤保持、产水量、粮食生产和休闲游憩）。 运用约束线法分析单一驱动因素对各个生态系统服务的约束作用与关键阈值；
然后，借助条件推理树进一步揭示了多种驱动因素的交互效应及其阈值。 研究结果表明：（１）长三角地区的 ６ 种关键生态系统

服务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并且受 １２ 个生态⁃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的影响，其中，气候与土地利用的影响最为显著。 （２）１２ 个驱动

因素对 ６ 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呈现出 ４ 类非线性和 ２ 类线性约束作用，共识别出 ３２ 个关键阈值。 （３）特定自然驱动因素会在

多因素交互作用下形成的阈值范围内显著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例如太阳辐射在特定降雨量（１６０４．６—１８０８．５ｍｍ）与风速（４．３—
４．８ｍ ／ ｓ）的组合条件下会明显增加产水量。 创新整合运用约束线与条件推理树，揭示了驱动因素的非线性作用及关键阈值，为
长三角地区生态系统管理措施制定提供了方法参考与决策依据。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驱动因素；约束线；条件推理树；长三角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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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即生态系统服务（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Ｓ），是人类生存与发

展的必要基础［１］。 然而，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以及自然资源开发等行为，极大地改变了生

态系统结构与过程［２］，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生态系统服务衰退，进而对人类福祉造成严重威胁［３］。 当前，国土

空间生态管理要求在统筹全域全要素的基础上，深入剖析社会⁃生态系统运转的内在机制和多元过程，以实现

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 因此，全面理解多种因素驱动生态系统服务的复杂机制，并高效地协同提升多重

生态系统服务，已成为当前区域生态系统管理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众多研究表明，生态系统服务受气候、地形和土壤等自然因素［４—５］与人口规模、开发建设和经济活动等社

会经济因素［６—７］的共同影响。 自然因素作为生态系统的固有属性，直接参与了碳循环、水文循环与植被生长

等生态过程，从而深刻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供应的空间格局与数量；社会经济因素则通过改变生态系统的空间

分布与内在过程，对生态系统服务供应产生强烈扰动。 目前，分析生态系统服务驱动因素的常用方法包括传

统回归法、融合空间信息的地理加权回归法以及机器学习回归算法（如随机森林）等［８—１１］。 然而，现实中的驱

动因素多以非线性方式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供应，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与各种驱动因素之间也存在多种相

关性模式［４—５］。 因此，基于线性相关假设的传统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法所得结果通常难以准确反映实际情

况，存在一定偏差［１２］。 相比之下，线束线法通过分位数分割法选取数据边界散点并进行最优曲线拟合，能够

更全面剖析生态系统服务与驱动因素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１３］。 同时，约束线法还可根据拟合方程，精准识别

非线性关系中驱动因素的关键阈值，即导致作用强度或方向发生显著变化的转折点［１４—１５］，有效弥补了大多数

机器学习算法在解释因素具体影响方式上的不足。
此外，在具有复杂因果关系的生态⁃社会经济系统中，多种驱动因素之间往往具有联合效应［１６—１７］。 在多

种驱动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特定驱动因素的作用强度和方向也可能会发生变化［１６］。 例如，Ｌｉｕ 等［１７］发现气候

因素通过影响城市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产生了间接的负面作用；Ｇｕｏ 等［１８］ 发现特定蒸散和降水条件下的温度

上升会促进植被生长，从而增加半干旱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供应。 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个驱动因素对

生态系统服务的独立影响或两个驱动因素间的相互作用［１９］，忽视了多个驱动因素之间的复杂交互，难以为高

效精准的生态管理提供有效参考。 尽管已有学者尝试使用偏最小二乘路径模型［２０］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

型［１７］等方法，分析多个驱动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协同影响。 但这些全局回归分析方法仅能呈现驱动因素

在研究区内的平均影响，难以深入挖掘不同生态⁃社会经济条件下驱动因素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发生显著变化

的关键阈值。 当前，也有学者进一步运用决策树分析多驱动因素间的交互效应［１１， ２１—２３］及其关键阈值，但决策

树算法在递归二元分割过程中易产生选择偏差和过拟合问题［２４］，其结果可靠性仍待进一步检验。 近年兴起

的条件推理树（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ｒｅｅ，ＣＩＴ） ［２５］通过将无偏递归二元分割过程内嵌至基于置换测试的“条
件”框架中，根据变量的显著性检验进行递归分割，直至找到与响应变量相关性最强的协变量，较好地改进了

决策树算法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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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高度城市化区域［２６—２７］，面临着生态系统服务退化的严峻

挑战［２８—３０］。 为应对这一生态问题，２０１９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

方案》明确指出，长三角将致力于打造中国生态友好型发展示范区，并将生态保护置于优先地位，积极探索区

域一体化的生态管理模式。 因此，厘清长三角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当地实现可持续

发展至关重要，也可为其他城市化区域的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本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旨在创新

性地整合约束线法与条件推理树，以非线性视角深入分析多种生态系统服务驱动因素的影响及其关键阈值。
具体研究内容包括：（１）综合多种模型量化评估 ２０２０ 年 ６ 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量；（２）基于分位数分

割的约束线法，分析多种驱动因素对 ６ 种生态系统服务的独立影响及其阈值；（３）运用条件推理树，进一步分

析多种驱动因素对 ６ 种生态系统服务的交互影响及其阈值。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长三角地区（１１４．５６Ｅ—１２４．２５Ｅ，２６．５７Ｎ—３５．６７Ｎ），包括江苏省内 １３ 个市、浙江省内 １１ 个市、安徽三省

内 １６ 个市和一个直辖市（上海）（图 １），总面积达 ３５．８ 万 ｋｍ２。 该区域内的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貌类型以平

原和丘陵为主，水网密布且生态系统类型多样，并属于季风期气候带湿润区，年均降水量 １０００—１４００ｍｍ，年
均温 １４—１８℃。

２００５ 至 ２０２０ 年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人口增长率达 ７０．５３％，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从 ６２１５．０３ｋｍ２上升至

１２００２．８ｋｍ２，ＧＤＰ 从 ４６１８９．７ 亿元提升至 ２４４７１３．５３ 亿元。 然而，快速的人口、土地和经济城市化不可避免地

消耗了长三角地区的大量自然资源，严重破坏了区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丧失、热岛效应加剧、粮食和水资

源短缺、水土流失和人居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频发［２８—３０］。

图 １　 研究区的地理位置、高程及 ２０２０ 年的土地利用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２０

１．２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的信息详见表 １，在后续研究中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对所有数据的空间坐标系与分辨率进

行了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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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研究数据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数据名称
Ｄａｔａ ｎａｍｅ

格式
Ｆｏｒｍａｔ

分辨率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数据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１ 土地利用数据 栅格 ３０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２ 植被类型数据 栅格 １ｋｍ

３ 各等级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
区等现有生态保护区与旅游景点数据

矢量 － 高德地图，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ｔｕ．ａｍａｐ．ｃｏｍ ／

４ 食宿、餐饮 ｐｏｉ 数据 矢量 －

５ 道路数据 矢量 －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 ｏｒｇ ／ ＃ｍａｐ ＝ ４ ／
３６．９６ ／ １０４．１７

６ 水系数据 矢量 －

７ 人口密度数据 栅格 １ｋｍ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ｓｄａｔａ２０１７４ ／

８ “类 ＮＰＰ⁃ＶＩＲＳ”夜间灯光数据集［３１］ 栅格 ５００ｍ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ｅｏｄａｔａ．ｃｎ ／

９
中国区域 １ｋｍ 分辨率逐月近地表平均气温

数据集［３２］ 栅格 １ｋｍ

１０
１９０１－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１ｋｍ 分辨率逐月平均气

温数据集［３３］ 栅格 １ｋｍ

１１
１９０１－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１ｋｍ 分辨率逐月降水量

数据集［３３］ 栅格 １ｋｍ

１２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中国 １ｋｍ 分辨率月平均风速

数据集［３２］ 栅格 １ｋｍ

１３ 日照时数 表格 － 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

１４ ＮＤＶＩ 逐月数据 栅格 １ｋｍ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ＭＯＤＩＳ１３Ａ２ ＮＤＶＩｄ 数据，ｈｔｔｐｓ： ／ ／
ｍｏｄｉｓ．ｇｓｆｃ．ｎａｓａ．ｇｏｖ ／

１５ 高程数据 栅格 ３０ｍ 地理空间数据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ｓｏｕｒｃｅｓ ／

１６ 叶面积指数数据 栅格 ５００ｍ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１７ 包括植物根系深度、砂粒含量、粉粒含量等
的世界土壤数据库

栅格 ５００ｍ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门
户网 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ｓｏｉｌｓ⁃ｐｏｒｔａｌ ／ ｓｏｉｌ⁃ｓｕｒｖｅｙ ／ ｓｏｉｌ⁃
ｍａｐｓ⁃ ａｎ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ｗｏｒｌｄ⁃ｓｏｉ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ｖ１２ ／ ｅｎ

１８ 各市县稻米产量数据 表格 － 各市县的统计年鉴

１９ ＧＤＰ 数据 栅格 １ｋｍ 地理空间数据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ｓｏｕｒｃｅｓ ／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生态系统服务供应评估

本研究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指南（试行）》（２０２０ 年版）等国家生态保护

政策与长三角地区的典型生态问题，选取了 ６ 种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估，涵盖了支持、调节、供给与文化 ４ 大

类型，具体评估方法如表 ２ 所示。
考虑到 １ｋｍ 栅格尺度是当前我国生态管理的最小单元尺度［５９］，本研究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与制图均

在 １ｋｍ 栅格尺度进行。 此外，本研究借助统计年鉴数据、实测数据集和相关研究结果等资料，校验了评估

结果。
２．２　 自然⁃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筛选

本研究从气候、地形、土壤组分特征与植被覆盖、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活动 ５ 个方面，选取了 ２４ 个典型的

潜在驱动因素（表 ３）。 其后，为提升分析效率与合理性，本研究采用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法，对 ２４ 个潜在影

响因素与 ６ 种生态系统服务供应间的非线性相关性进行测度，筛选出具有显著影响的驱动因素（相关性系数

的绝对值大于 ０．５）。

９５９９　 ２１ 期 　 　 　 黄钰婷　 等：长三角生态系统服务驱动因素的交互效应及其阈值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表 ２　 生态系统服务供应的评估方法

Ｔａｂｌｅ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生态系统服务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Ｓ
指标定义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评估方法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气候调节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在高温月份，生态用地区内的植

被和水体分别通过遮阴、蒸腾与

蒸发作用以降低周边区域的气

温的调节作用［３４］ 。

本研究通过有一定植被或水域覆盖的生态用地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未
利用地）与建设用地区的近地面平均温度之差来评估生态用地区的气候调节

服务供应［３５—３６］ 。 根据长三角地区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与气候调节的指标

定义，本研究评估时期选取夏季（４—１０ 月）。 为降低长三角地区内气象特征

差异对测度结果精度的影响，我们以地级市为基本单元估算区域内生态用地

的气候调节供应。 ＳＨＴＲ＿ｘｊ ＝ Ｔｅ＿ｘｊ － Ｔｕ＿ｊ

式中，ＳＨＴＲ＿ｘｊ为第 ｊ 个地级市的生态用地区内栅格 ｘ 的气候调节服务供应量

（℃）；Ｔｅ＿ｘｊ为 ４—１０ 月第 ｊ 个地级市的生态用地区内栅格 ｘ 的近地面平均温度

（℃）；Ｔｕ＿ｊ 为 ４—１０ 月第 ｊ 个地级市内建设用地区的整体近地面平均温

度（℃）。

碳固定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绿色植被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

中吸收的二氧化碳与水分结

合［３７—３８］ ，进而将碳封存在植物

内部。

本研究采用基于光能利用率的过程模型 ＣＡＳＡ 估算，其后根据碳与二氧化碳

的质量比测算区域碳固定量［３９—４３］ 。
ＳＣＳ＿ｘ ＝ ＮＰＰ ｘ × ３ ／ １１
ＮＰＰ ｘ ＝ ＡＰＡＲ（ｘ，ｔ） × ε（ｘ，ｔ）

式中，ＳＣ Ｓ ＿ ｘ为栅格 ｘ 的碳固定服务供应量（ｇ ｍ－２ ａ－１）；ＮＰＰ ｘ为栅格 ｘ 的 ＮＰＰ

（ｇＣ ｍ－２ ａ－１）；ＡＰＡＲ（ｘ，ｔ）为栅格 ｘ 在 ｔ 月份所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ｇＣ ｍ－２

ｍ－１）； ε （ｘ，ｔ）为栅格 ｘ 在 ｔ 月份的实际光能利用率（ｇＣ ／ ＭＪ）。

土壤保持

Ｓｏｉｌ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生态系统通过植被覆盖等水土

保 持 措 施 维 护 的 土 壤 资

源量［４４］ 。

本研究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Ｒａｔｉｏ 模块，基于通用的水土流失

方程量化土壤保持。
ＳＳＲ＿ｘ

＝Ｒｘ×Ｋｘ×ＬＳｘ× １－ＣｘＰｘ( )

式中，ＳＳＲ＿ ｘ为栅格 ｘ 的土壤保持服务供应量（ｔ ／ ｋｍ２）；Ｒｘ为栅格 ｘ 的降水侵蚀

力因子（ＭＪ ｍｍ ｈｍ－２ ｈ－１ ａ－１）；Ｋｘ为栅格 ｘ 修正后的土壤可蚀性因子（ ｔ ｍｍ

ｈｍ－２ ｈ ｈｍ－２ ＭＪ ｍｍ－１）；ＬＳｘ为栅格 ｘ 的地形因子（Ｌ 和 Ｓ 分别为坡长因子和坡

度因子）；Ｃｘ、Ｐｘ 分别为栅格 ｘ 的植被覆盖和管理因子与水土保持措施因

子［４５—５０］ ；Ｋｘ为栅格 ｘ 基于 ＥＰＩＣ 模型的土壤可蚀性因子修正值。

产水量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水生态系统向自然与人类社会

提供淡水资源的能力［５１］ 。

本研究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模块衡量产水量。
ＳＷＹ＿ｘ ＝ １ － ＡＥＴｘ ／ Ｐｘ( ) × Ｐｘ

ＡＥＴｘ ／ Ｐｘ ＝ １ ＋ ＰＥＴｘ ／ Ｐｘ － １ ＋ ＰＥＴｘ ／ Ｐｘ( ) ωｘ[ ]
１
ωｘ

式中，ＳＷＹ＿ｘ为栅格 ｘ 的产水量服务供应量（ｍｍ）；ＡＥＴｘ为栅格 ｘ 的年实际蒸散

量（ｍｍ）；Ｐｘ为栅格 ｘ 的年平均降水量（ｍｍ）；ＰＥＴｘ为栅格 ｘ 的年潜在蒸散量

（ｍｍ） ［４６，５２—５３］ 。

粮食生产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生态系统向人类提供的稻米类

主食［５４］ 。

ＳＦＰ＿ｘｊ ＝ Ｈ ｊ × ＮＰＰ ｘｊ × α
Ｈ ｊ ＝ Ｙ ｊ ／ ＮＰＰ ｉ × α( )

式中，ＳＦＰ＿ ｘ ｊ为第 ｊ 个地级市内耕地栅格 ｘ 的粮食生产服务供应量（ ｔ ／ ｋｍ２ ）；
ＮＰＰ ｘｊ为第 ｊ 个地级市内耕地栅格 ｘ 的 ＮＰＰ，采用碳固定模块的 ＮＰＰ 结果；α

为将碳含量转为干物质量的系数，取值为 ２．２２［５５］ ；Ｈ ｊ为第 ｊ 个地级市内的稻

米产量转换系数；Ｙ ｊ为第 ｊ 个地级市内的稻米总产量；ＮＰＰ ｊ为第 ｊ 个地级市内

的 ＮＰＰ 总和。

休闲游憩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陆地和水域自然景观提供休闲

游憩服务的能力或潜力［５６—５７］ 。

本研究采用最大熵模型（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ｎｔｒｏｐｙ，ＭａｘＥｎｔ）分别预测 ８ 类旅游景点

ｐｏｉ 样本数据的空间分布指数表征休闲游憩服务供应量［５８］ 。
ＳＬＲＳ＿ｘ ＝ （Ｓｐａｒｋ＿ｘ ＋ Ｓｓｑｕａｒｅ＿ｘ ＋ Ｓｓｃｅｎｉｃ＿ｘ ＋ Ｓｂｏｔａｎ＿ｘ ＋ Ｓｚｏｏ＿ｘ ＋ Ｓｍｅｍｏ＿ｘ ＋ Ｓ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ｘ ＋

Ｓａｑｕａｒｉｕｍ＿ｘ） ／ ８
式中，ＳＬＲ Ｓ＿ｘ为栅格 ｘ 的休闲游憩服务供应量；Ｓｐａｒｋ＿ｘ、Ｓｓｑｕａｒｅ＿ｘ、Ｓｓｃｅｎｉｃ＿ｘ、Ｓｂｏｔａｎ＿ｘ、
Ｓｚｏｏ＿ｘ、Ｓｍｅｍｏ＿ｘ、Ｓ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ｘ、Ｓａｑｕａｒｉｕｍ＿ｘ分别为栅格 ｘ 的公园、广场、风景名胜区、植物

园、动物园、纪念园、世界遗产点与水族馆分布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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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生态系统服务供应的潜在驱动因子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类型
Ｔｙｐｅｓ

潜在驱动因素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选取理由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气候
Ｃｌｉｍａｔｅ

年平均气温、年最高气温、年平均
降水量、年总太阳辐射量、年平均
风速

这些气候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区域植被生长发育、大气环流与水循
环，从而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供应。

地形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高程、坡度

高程和坡度是导致区域降水量、温度、蓄水量等控制因子发生垂
直或横向变化的重要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有重要影响。

土壤组分特征与植被覆盖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土壤水分含量、２．３ｍ 土壤 ＰＨ 值、
土壤孔隙度、０—３０ｃｍ 土壤砂粒含
量、０—３０ｃｍ 土壤粘粒含量、年最
大归一化植被指数

土壤组分特征因子是调节土壤固、液、气三相的量和结构，进而影
响区域土壤的植被培育、水土保持与养分调蓄能力的关键要素。
年最大归一化植被指数可准确反映地表植被覆盖状况。

土地利用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１ｋｍ２ 栅格内的草地面积占比、耕
地面积占比、建设用地面积占比、
林地面积占比

土地利用是人类干预自然最显著的行为表征，与各种维持生态系
统运转的生物物理过程密切相关。 耕地、生态用地（草地、林地）、
建设用地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供应的影响较大。

社会经济活动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密度、夜间灯
光指数、道路密度、与道路距离、河
网密度、与水域距离

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口密度能够衡量区域人口聚集程度和经济发
展水平，直接影响了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程度，是表征人类
对生态系统的利用强度的重要指标；夜间灯光指数、道路密度、与
道路距离、河网密度以及与水域距离可以综合描述区域人类活动
的广度和强度，反映人类参与、管理和改造自然系统的强度与
潜力。

图 ２　 约束线提取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ｌｉｎｅ

２．３　 基于约束线法的单一驱动因素影响分析

约束线法在研究多因素驱动的复杂生态系统时，能
够有效地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以分析某一驱动因素对

生态系统服务供应的约束效应及其阈值［１４—１５］。 本研究

使用基于分位数分割［６０］的约束线法（图 ２）：首先，将各

个驱动因素作为限制变量（ｘ 值），并将各个生态系统服

务供应作为响应变量（ｙ 值）绘制二维散点图；随后，借
助 Ｒ 语言将限制变量的值域均分为 １００ 组，并从每组

中选取 ｙ 值的 ９９．９％分位数点作为边界点；最后，利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２２ 软件对所有边界点进行多项式函数的最优

拟合，以提取约束线并确定其函数方程［６１］。
２．４　 基于条件推理树的多驱动因素交互效应分析

本研究使用利用 Ｒ 语言的 ｐａｒｔｙ 包对显著驱动因

素多于 １ 个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基于条件推理树的多驱动因素交互效应分析。 本研究中，将驱动因素作为

ＣＩＴ 算法的解释变量，生态系统服务供应则为响应变量。 ＣＩＴ 算法是递归二元分裂决策树算法，对所有可能的

分类进行详尽的搜索并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停止分类标准和无偏递归分割选择合适显示最佳分割的协变

量［２５］，从而实现探索不同解释变量各状态组合对响应变量的交互作用的目的。 算法原理可简要解释为：假设

给定的 ｎ 维解释变量向量 Ｘ 为 Ｘ＝（Ｘ１，Ｘ２，…，Ｘｎ），响应变量 Ｙ 的条件分布 Ｄ（Ｙ ∣ Ｘ），两者关系如下：
Ｄ Ｙ ∣ Ｘ( ) ＝ Ｄ Ｙ ∣ Ｘ１，Ｘ２，…，Ｘｎ( ) ＝ Ｄ Ｙ ∣ ｆ Ｘ１，Ｘ２，…，Ｘｎ( )( ) （１）

此外，本研究使用 Ｒ 语言的 Ｃａｒｃｅｔ 包对训练集进行训练，采用测试集数据诊断条件推理树模型的预测精

度。 数据库将被随机分为两个部分，其中 ８０％的样本被抽取作为构建模型的训练集，２０％的样本作为验证模

型的测试集。 若模型的分类假设显著性检验水平 Ｐ 值大于 ０．０５ 则被拒绝进入最终分类中，即模型将重复计

算直至所有分割都不显著或已达到最小节点分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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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地区的 ６ 种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６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 ｉｎ ２０２０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生态系统服务供应的空间分布

　 　 如图 ３ 所示，长三角地区的 ６ 种生态系统服务供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气候调节的平均供应量为

０．５９℃ ／ ｋｍ２，其空间分布受到植被的蒸腾作用与水域蒸发的影响，形成以皖西⁃浙西⁃浙南丘陵区（＞２℃ ／ ｋｍ２）
和长江⁃太湖⁃钱塘江等水域（０．７—１．５℃ ／ ｋｍ２）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减少的特征。 碳固定自西南向东北逐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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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平均供应量为 １９３３．０６ｔ ／ ｋｍ２，其高值供应区（＞２０００ｔ ／ ｋｍ２）集中分布于皖南⁃浙西⁃浙南、长江、钱塘江、太湖

等水域及其沿岸，以及南部沿海湿地。 这些区域的年降雨量充沛，植被覆盖率与郁闭度较高且林地等生态用

地较为完整，具有良好的生态基底。
土壤保持的平均供应量为 １０９９９７．２７ｔ ／ ｋｍ２，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其高值区（８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ｔ ／ ｋｍ２）集中于西南部的森林生态屏障区。 此区域因地形起伏和降雨量大而存在较高潜在土壤侵蚀量，
但得益于茂盛的植被覆盖和高粘粒占比的土壤特征，大量土壤侵蚀获得有效遏制。 产水量的平均供应量为

９１３２０６ｍ３ ／ ｋｍ２，其空间分布格局受降水量分布的影响而呈现“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特征。
粮食生产的平均供应量为 ３．２９３ｔ ／ ｋｍ２，高值供应区（＞６ｔ ／ ｋｍ２）集中分布于皖北、皖江、苏北与苏中等地势

平缓区。 这些区域密集分布稻田、菜畦与鱼塘等农业用地，是中国主要的商品粮基地。 休闲游憩的平均供应

量为 ０．１８，呈“多中心聚集、圈层向外递减”的网络状空间格局。 该格局以各级道路为骨架串联其点状高供应

区域（＞０．４），包括城市公园体系较完善的上海、杭州、南京等中心城市，以及旅游文化产业较为发达的金华、
淮安、连云港等地区。
３．２　 单驱动因素的约束作用及其关键阈值

使用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从 ２４ 个潜在影响因子筛选出得出 １２ 个显著影响因素（图 ４）：与道路距离

（ＤＦＲ）、人口密度（ＰＤ）、年最大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高程（ＤＥＭ）、坡度（ＧＲＡ）、年平均风速（ＷＳ）、年平

均降水量（ＰＲＥ）、年总太阳辐射（ ＳＬＲ）、耕地面积占比（ＡＬＰ）、建设用地面积占比（ＣＬＰ）、林地面积占比

（ＷＬＰ）与土壤 ＰＨ 值（ＳＰＨ）。 总的来说，气候与土地利用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 此外，为保证后续回归模型

的合理性，我们对上述 １２ 个显著影响因素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 结果显示，所有显著影响因素的方差膨胀

因子均小于 ５，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图 ４　 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地区的 ６ 种生态系统服务与 ２４ 个潜在影响因子间的相关性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６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２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 ｉｎ ２０２０

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ＲＤ：道路密度；ＤＦＲ：与道路距离；ＰＤ：人口密度；ＮＬＩ：夜间灯光指数；ＮＤＶＩ：年最大归一化植被指数；ＤＥＭ：高程；ＧＲＡ：

坡度；ＷＳ：年平均风速；ＰＲＥ：年平均降水量；ＣＤ：河网密度；ＤＦＷ：与水域距离；ＳＬＲ：年总太阳辐射量；ＴＡ：年平均气温；ＴＨ：年最高气温；

ＧＬＰ：草地面积占比；ＡＬＰ：耕地面积占比；ＣＬＰ：建设用地面积占比；ＷＬＰ：林地面积占比；ＳＷＣ：土壤水分含量；ＳＰＨ：土壤 ＰＨ 值；ＳＰＯＲ：土壤

孔隙度；ＳＡＮＤ：土壤砂粒含量；ＣＬＡＹ：土壤粘粒含量

约束线分析结果如图 ５、图 ６ 和图 ７ 所示，６ 种生态系统服务供应均会在 １２ 个显著影响因素的不同阈值

范围内受到差异化的约束。
ＤＥＭ、ＰＲＥ 与气候调节间的约束线均呈抛物线型（Ｒ２ ＝ ０．７４、Ｒ２ ＝ ０．３５），即随着 ＤＥＭ 与 ＰＲＥ 的增加，其对

气候调节的约束作用先减弱后增强。 在 ＤＥＭ⁃１２００ｍ 与 ＰＲＥ⁃１６００ｍｍ 的阈值点左侧，当 ＤＥＭ 提高，环境的光

照强度、昼夜温差与 ＰＲＥ 也随之增加，这增强了植被的蒸腾作用，使气候调节持续增加至峰值。 然而，过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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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地区气候调节和碳固定与显著影响因素的约束线

Ｆｉｇ．５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 ｉｎ ２０２０

ＰＲＥ 可能导致土壤侵蚀的发生，从而负面影响植被的气候调节能力。 ＷＳ 与气候调节间的约束线则呈凸波型

（Ｒ２ ＝ ０．５６），即随着 ＷＳ 增加，其对气候调节的约束作用呈现波动特征。 当 ＷＳ⁃２．８ｍ ／ ｓ 和 ＷＳ⁃５．１ｍ ／ ｓ 时，气候

调节分别达到峰值。 超过此阈值，过高的 ＷＳ 会对植被生长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导致气候调节急剧减少。
ＰＤ 与碳固定间的约束线大致呈反指数型（Ｒ２ ＝ ０．５４），其关键阈值为 ３２５００ 人 ／ ｋｍ２。 在此阈值以内，ＰＤ

对碳固定的约束作用将随着 ＰＤ 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强。 超过阈值点后，碳固定对 ＰＤ 的敏感性降低，ＰＤ 的约

束作用趋于稳定。 ＮＤＶＩ、ＤＥＭ、ＧＲＡ、ＰＲＥ 与碳固定间的约束线均呈抛物线型（Ｒ２＞０．７），即 ＮＤＶＩ、ＤＥＭ、ＧＲＡ
与 ＰＲＥ 对碳固定的约束作用先减弱后增强。 在 ＤＥＭ⁃５５０ｍ、ＧＲＡ⁃７．５°、ＰＲＥ⁃１６２５ｍｍ 阈值点左侧，随着 Ｄ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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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地区土壤保持和产水量与显著影响因素间的约束线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ｗｉｔｈ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 ｉｎ ２０２０

ＧＲＡ 与 ＰＲＥ 增大，碳固定逐渐达到峰值。 当 ＮＤＶＩ 高于 ０．７５ 的阈值点后，碳固定呈现回落的趋势。 ＣＬＰ、
ＷＬＰ 与碳固定间的约束线则分别呈正线型与反线型（Ｒ２ ＝ ０．５６、Ｒ２ ＝ ０．３８）。

ＰＤ、ＳＬＲ 与土壤保持的约束线呈反指数型，即随着 ＰＤ 与 ＳＬＲ 的增加，它们对土壤保持的约束作用持续

增强（Ｒ２＞０．７）。 ＮＤＶＩ、ＤＥＭ、ＧＲＡ、ＷＳ、ＰＲＥ、ＳＰＨ 与土壤保持间的约束线呈抛物线型，即随着 ＮＤＶＩ、ＤＥＭ、
ＧＲＡ、ＰＲＥ 与 ＳＰＨ 的增加，它们对土壤保持的约束作用先减弱后增强。 其中，土壤保持在 ＮＤＶＩ⁃０．９、ＤＥＭ⁃
９００ｍｍ、ＧＲＡ⁃１１．２５°、ＷＳ⁃３．２５ｍ ／ ｓ、ＰＲＥ⁃２１００ｍｍ、ＳＰＨ⁃５．５ 的阈值点达到峰值。 ＷＬＰ 与土壤保持间的约束线

呈正凸型（Ｒ２ ＝ ０．６２），即超过 ＷＬＰ⁃０．４５ 的阈值点后，其对土壤保持产生的积极效应有限。 ＡＬＰ 与土壤保持之

间的约束线呈反线型（Ｒ２ ＝ ０．９６），表明 ＡＬＰ 的增加以及农业生产相关的污染会对土壤肥力造成不可逆的损

害，进而持续削减土壤保持。
ＷＳ、ＳＬＲ 与产水量的约束线呈凸波型（Ｒ２ ＝ ０．９６、Ｒ２ ＝ ０．７８），表明 ＷＳ 与 ＳＬＲ 对产水量的约束作用随着增

长而不断波动变化，其阈值点分别为 ＷＳ⁃３．５ｍ ／ ｓ、ＳＬＲ⁃３２００ＭＪ ／ ｍ２和 ＷＳ⁃６．２ｍ ／ ｓ、ＳＬＲ⁃ ４３００ＭＪ ／ ｍ２。 ＰＲＥ 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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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间的约束线则呈正线型（Ｒ２ ＝ ０．９７），即随着 ＰＲＥ 的增大，其对产水量的约束作用成比例减弱。

图 ７　 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地区的粮食生产和休闲游憩与显著影响因素间的约束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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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与碳固定都高度依赖于植被净初级生产能力，均受降水、光照和土壤性质等因素的相似驱动影

响。 具体而言，ＰＲＥ、ＳＬＲ 与粮食生产间的约束线均大致呈抛物线型（Ｒ２ ＝ ０．７７、Ｒ２ ＝ ０．３１），即 ＰＲＥ 与 ＳＬＲ 对

粮食生产的约束作用分别呈波动变化和先减弱后增强的特征。 且粮食生产在 ＰＲＥ⁃ １０８０ｍｍ、ＳＬＲ⁃ ３５２０ＭＪ ／ ｍ２

的阈值点达到峰值。 ＡＬＰ、ＳＰＨ 与粮食生产间的约束线则呈正凸型（Ｒ２ ＝ ０．６３、Ｒ２ ＝ ０．３８），其阈值点分别为

ＡＬＰ⁃０．７ 和 ＳＰＨ⁃９。
ＤＦＲ、ＮＤＶＩ 与休闲游憩间的约束线分别呈反指数型（Ｒ２ ＝ ０．５５）与抛物线型（Ｒ２ ＝ ０．９８）。 随着 ＤＦＲ 的增

加，交通便利程度降低，导致休闲游憩在 ＤＦＲ⁃１ｋｍ 的阈值点达到谷值。 但超过谷值后，休闲游憩对 ＤＦＲ 的变

化不敏感。 ＮＤＶＩ 值越高则植被越茂盛，自然景观资源往往越丰富，因此休闲游憩随 ＮＤＶＩ 上升而持续增加并

在 ＮＤＶＩ⁃０．３７ 达峰值。
３．３　 多驱动因素的交互关系及其关键阈值

气候调节与 ＤＥＭ、ＷＳ、ＰＲＥ 的条件推理树由 ２１ 个节点组成（图 ８），ＤＥＭ 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 以 ＤＥＭ⁃
１２２ｍ 为分割点，关键交互影响组合为 ＤＥＭ＋ＷＳ 和 ＤＥＭ＋ＰＲＥ。 比较节点 ５、６、１４、１６、１９、２０、２１ 可知，ＷＳ 对

于气候调节抑制作用仅在 ＤＥＭ 较小（ＤＥＭ≤８ｍ）时会有明显表现；比较节点 １３、１６ 可知，ＤＥＭ 的增加能显著

提升 ＰＲＥ 对 ＨＴＲ 的促进作用；比较 ９、１１、１２、１３、１４ 可知，当 ＤＥＭ 在一定范围内（８ｍ＜ＤＥＭ≤３５ｍ）时，ＰＲＥ 对

气候调节的促进作用在超过 ９９３．９ｍｍ 的阈值后不会有显著增加；另外，比较节点 １６、１９、２０、２１ 可知，当 ＤＥＭ
在 ８ｍ 至 １２２ｍ 范围内，气候调节将随 ＰＲＥ 的增多而增强，而 ＤＥＭ 变化是否对气候调节产生影响需要视具体

情况而定（８ｍ＜ＤＥＭ≤３５ｍ 时影响不大，３５ｍ＜ＤＥＭ≤１２２ｍ 时有显著影响）。
碳固定与 ＰＤ、ＮＤＶＩ、ＤＥＭ、ＧＲＡ、ＰＲＥ、ＳＬＲ、ＣＬＰ、ＷＬＰ 的条件推理树由 ３５ 个节点组成（图 ８），ＷＬＰ 是最

重要的影响因素，ＮＤＶＩ 次之。 以 ＷＬＰ⁃０．３４ 为分割点，关键交互影响组合包括 ＷＬＰ＋ＮＤＶＩ＋ＤＥＭ＋ＣＬＰ＋ＰＤ、
ＷＬＰ＋ＮＤＶＩ＋ＤＥＭ＋ＰＲＥ＋ＳＬＲ 与 ＷＬＰ＋ＮＤＶＩ＋ＰＲＥ＋ＰＤ＋ＧＲＡ。 比较节点 ７、８、３３、３０、３３、３４ 与 ３５ 可知，虽然

ＰＤ 增大普遍会使碳固定减少，但是当 ＧＲＡ＞３．２１１°时，ＰＤ 增加对植被生长发育的消极影响将消减，碳固定有

所增加。 比较节点 ９、１２、１４、１６、１７、２０、２１、２３、２４ 可知，ＤＥＭ 对于碳固定的影响较大，ＤＥＭ＞１２６ｍ 时的碳固定

显著高于 ＤＥＭ≤１２６ｍ，且某些高 ＤＥＭ 而低 ＮＤＶＩ 区域的碳固定也相对较高；另外，ＰＲＥ 增大对于碳固定的促

进效应会受 ＮＤＶＩ 限制。 比较节点 １２、１４、１６ 与 １７ 可知，当 ＰＲＥ≤１２６４．６ｍｍ 时，ＳＬＲ 超过 ３９１１．５ＭＪ ／ ｍ２的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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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后，其对碳固定的提升作用将减弱。

图 ８　 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地区气候调节和碳固定显著影响因素间的条件推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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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ｎ：每组特征值的平均值；Ｎｏｄｅ：节点

土壤保持与 ＰＤ、ＮＤＶＩ、ＤＥＭ、ＧＲＡ、ＷＳ、ＰＲＥ、ＳＬＲ、ＡＬＰ、ＷＬＰ、ＳＰＨ 的条件推理树由 ３９ 个节点组成（图
９），ＧＲＡ 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 以 ＧＲＡ⁃１．９７８°为分割点，关键交互影响组合为 ＧＲＡ＋ＤＥＭ＋ＷＬＰ＋ＰＲＥ、ＧＲＡ＋
ＤＥＭ＋ＰＲＥ＋ＮＤＶＩ 与 ＧＲＡ＋ＤＥＭ＋ＰＲＥ＋ＰＤ。 根据土壤保持的评估原理可知，特定区域的潜在土壤侵蚀量越多

则其预期的土壤保持量越大。 因此，陡峭地势和高降雨量等增强潜在土壤侵蚀的因素反而会交互地促进土壤

保持。 具体而言，ＧＲＡ 的增加会使 ＰＲＥ 对土壤保持的提升作用明显增强，如节点 １３（ＧＲＡ≤４．７５３°，ＰＲＥ＞
１８３８．４ｍｍ）的土壤保持显著小于节点 １８（ＧＲＡ＞５．８７°，ＰＲＥ＞１３８８．３ｍｍ）。 值得注意的是，当 ＧＲＡ 超过 ９．４°的
阈值时，土壤保持能力无法抵抗其流失风险，ＰＲＥ 的增加反而会增强流失，并且 ＮＤＶＩ 与 ＷＬＰ 较高区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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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 与 ＰＲＥ 阈值会相对更高。 比较节点 ２２、２３、３１、３２、３３、３６、３８ 与 ３９ 可知，ＮＤＶＩ 在较低 ＤＥＭ 和较高 ＰＲＥ
的区域内对于土壤保持的提升更明显。

图 ９　 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地区土壤保持和产水量显著影响因素间的条件推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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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水量与 ＷＳ、ＰＲＥ、ＳＬＲ 的条件推理树由 ３９ 个节点组成（图 ９），ＰＲＥ 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ＷＳ 次之。 以

ＰＲＥ⁃１１３５．８ｍｍ 为分割点，关键交互影响组合为 ＰＲＥ＋ＷＳ 和 ＰＲＥ＋ＷＳ＋ＳＬＲ。 具体来说，ＷＳ 对产水量的影响

与 ＰＲＥ 密切相关，当 ＰＲＥ＜１１３５．８ｍｍ 时，ＷＳ 的增加会使产水量有所降低；而当 ＰＲＥ＞１１３５．８ｍｍ 时，ＷＳ 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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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则会促使产水量增长，表明 ＷＳ 和 ＰＲＥ 在水分充沛的条件下会协同强化植被、土壤等因素的水分截留能

力，此时水分的截留量远高于因风速增大而产生的蒸发消耗。 同样地，只有当 ＰＲＥ 与 ＷＳ 达到一定范围

（１６０４．６ｍｍ＜ＰＲＥ≤１８０８．５ｍｍ，４．３１１ｍ ／ ｓ＜ＷＳ≤４．８２９ｍ ／ ｓ），ＳＬＲ 对产水量的影响才会充分体现，并与 ＰＲＥ、ＷＳ
呈显著的同向协同效应，共同提升产水量。

图 １０　 ２０２０ 年长三角地区粮食生产和休闲游憩显著影响因素间的条件推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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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与 ＰＲＥ、ＳＬＲ、ＡＬＰ、ＳＰＨ 的条件推理树由 １９ 个节点组成（图 １０），ＡＬＰ 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ＰＲＥ 次之。 以 ＡＬＰ⁃０．４３ 为分割点，关键交互影响组合为 ＡＬＰ＋ＰＲＥ＋ＳＰＨ 和 ＡＬＰ＋ＰＲＥ＋ＳＬＲ。 比较节点 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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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１２、１３ 可知，当作物种植具有一定规模且降雨量适宜时（ＡＬＰ＞０．４３，ＰＲＥ≤１２５３．３ｍｍ），ＳＰＨ 与 ＳＬＲ 的增大

会显著提升粮食生产。
休闲游憩与 ＤＦＲ、ＮＤＶＩ 的条件推理树由 １３ 个节点组成（图 １０），ＤＦＲ 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 比较节点

５、６、７、９、１０、１２ 与 １３ 可知，当区域的交通便利程度较高时（ＤＦＲ≤０．１７５ｋｍ），ＮＤＶＩ 对休闲游憩的影响较大，
且其影响会随 ＤＦＲ 增大而减小。 节点 ５、６、９ 与 １０ 表明，当 ＤＦＲ 相同的情况下，休闲游憩在 ＮＤＶＩ≤０．４７ 时会

随 ＮＤＶＩ 增大而显著提升，但休闲游憩在 ＮＤＶＩ＞０．４７ 时会随 ＮＤＶＩ 增大而下降，ＮＤＶＩ 与休闲游憩的抛物线型

约束线也同样反映了上述关系。

４　 讨论

４．１　 生态⁃社会经济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非线性驱动机制

本研究整合约束线法与条件推理树，全面分析了影响长三角地区 ６ 种生态系统服务的 １２ 个生态⁃社会经

济驱动因素的单一约束和多因素交互作用，以及它们的关键阈值。 研究结果揭示了这些驱动因素对不同生态

系统服务的多样化非线性约束效应，并发现特定因素的组合可能会增强或减弱单一因素的约束作用。
长三角地区的气候调节和产水量主要受地形和气候（如风速和降雨）等自然因素影响，此结果与以往研

究一致［６２—６３］。 适宜的高程、降雨和风速条件可促进植被生长，进而增强植被的遮荫与蒸腾降温效应［６４—６５］。
因此，当高程、降雨量及风速未达到特定阈值（即 ＤＥＭ⁃ １２００ｍ、ＰＲＥ⁃ １６００ｍｍ、ＷＳ⁃ ２．８ｍ ／ ｓ 和 ５．１ｍ ／ ｓ）时，气候

调节会随着这些驱动因素的增长而显著上升；超过这些阈值后，气候调节则出现下降趋势。 风速和太阳辐射

作为地表水的蒸散发过程的关键因素，对产水量也表现出类似的复杂影响机制。 但降雨量则持续正向地增加

产水量，这是因为降雨直接关系到水输入和地表水文过程［６５］。 表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分布和强度的土地利

用与人口密度也对长三角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有着强烈影响，尤其对碳固定、粮食生产、休闲游憩和土壤保

持。 这主要归因于碳固定和粮食生产对地表植被和作物的分布与生长状况的高度依赖，而交通可达性越高的

自然区域则能为人类提供更多的游憩机会。 此外，过于密集的人口会抑制植被生长和扰动土壤组分结构，从
而削弱土壤保持。

条件推理树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现实世界中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复杂性，这意味着在决策制定过程中，不
能简单地关注单一因素的约束作用。 其一，特定的自然因素组合能够增强某一自然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供应

的积极影响。 例如，当降雨量和风速处于一定阈值范围时（１６０４．６ｍｍ＜ＰＲＥ≤１８０８．５ｍｍ，４．３１１ｍ ／ ｓ＜ＷＳ≤
４．８２９ｍ ／ ｓ），太阳辐射与降雨量和风速的协同作用将显著提升产水量；类似的，在种植面积和降雨量满足一定

条件时（ＡＬＰ＞０．４３，ＰＲＥ≤１２５３．３ｍｍ），土壤理化性质和光照的改善能够有效增加粮食生产。 这表明，在制定

针对不同区域的生态修复与优化策略时，应全面考虑该区域内多个自然因素之间的交互机制，以确定更为高

效和精准的调控方向。 其二，适当的自然因素组合会削弱社会经济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供应的消极影响。 例

如，当坡度超过 ３．２１１°的阈值时，碳固定对人口密度的负面影响敏感度会降低。 这意味着，尽管活跃的社会经

济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但仍有可能通过因地制宜地实施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土壤改良

和森林修复等措施，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
４．２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尽管较准确地分析了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在多因素驱动下的非线性变化及其关键阈值，但仍存在以

下局限：有待深入探究产业结构和环保政策等社会经济系统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供应的影响；后续可扩大研

究的时间跨度，考虑关键阈值随生态⁃社会经济系统的时间动态变化，以增强结果的稳健性。

５　 结论

本研究评估了长三角地区 ２０２０ 年的 ６ 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供应，结合使用约束线法与条件推理树分析

了 １２ 种生态⁃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约束作用与多重驱动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并识别了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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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影响阈值。 主要结论如下：
（１）长三角地区的 ６ 种生态系统服务供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气候调节的高值区集中于西南森林区

与各大水域，碳固定、土壤保持与产水量均大致呈“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格局，粮食生产的核心区集聚于中

北部平原区，休闲游憩则呈“多中心聚集、圈层向外递减”的网络状格局。
（２）１２ 个显著驱动因素对 ６ 种生态系统服务呈现出 ４ 类非线性（抛物线型、反指数型、正凸型和凸波型）

和 ２ 类线性（正线型和反线型）的单一约束作用，并识别得到 ３２ 个关键阈值。 总的来看，自然因素是气候调

节和产水量的关键影响因素，碳固定、土壤保持、粮食生产和休闲游憩则受主要受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

协同影响。 其中，气候（如降雨、风速、太阳辐射）和土地利用因素对 ６ 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最为强烈，且其

约束作用更为复杂。
（３）多个驱动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约束作用存在复杂的交互效应。 特定的自然因素组合不仅能够增

强某一自然因素的积极效应，并有潜力削弱社会经济因素的负面作用，为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高效恢复与优

化提供策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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